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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议海防折》中的政治博弈
郭新阳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山东济南，250013；

摘要：1874 年 12 月 10 日，李鸿章向清政府上《筹议海防折》，拉开了海防大讨论的序幕。《筹议海防折》是

李鸿章政治智慧的一次集中体现，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通过出色的政治博弈赢得了日后筹办海防的主导权。

文章从《筹议海防折》本身入手，主要分析了李鸿章在奏折中运用的政治博弈手段，包括整合淮系资源、打压

政治对手、寻求财政支持等，并进一步探讨李鸿章对海防建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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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发起了挽救

自身统治危机的洋务运动。在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自强

运动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部分洋务派大臣掀起了有关

“筹办海防”的讨论。1874 年 12 月 10 日（同治十三年

十一月初二），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以一句“实

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海防大讨论拉

开了帷幕。在这份《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通过陈明

利害关系、关联集团力量等方式，赢得了这次政治博弈，

为此后督办海防事务扫除了障碍。

《筹议海防折》是李鸿章在“筹办海防”讨论引起

朝廷上下一定关注背景下顺势而为的产物，它的诞生体

现了李鸿章杰出的政治运作能力。自 19世纪 60年代洋

务运动兴起之初，有关“筹办海防”的讨论便在清廷朝

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曾国藩在 1861年 8月 23日

的上奏中说道：“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

要务。”在部分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做出向外

国购买军舰以建设海军的尝试。作为海防论的强力支持

者，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初期便主张在海防方面“精求火

器，择置良将” ,并通过江南制造总局陆续制造了我国

第一批外洋轮船。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成为直隶

总督，大权在握，以淮军将领为基础搭建起属于自己的

势力集团，并开始寻求时机，逐步实践“筹建海防”的

主张。

1874 年 5月，日军侵略中国台湾，清政府与其签订

城下之盟，部分朝廷大臣意识到加强海防已迫在眉睫。

11月 5日，总理衙门上呈《海防亟宜讲求武备必求实际

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

具体意见。奏上当日，军机处即奉谕旨，将总理衙门原

折单抄录，下发给各地督抚“详细筹议”,并要求“广

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 。时任直隶总

督的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开始起草《筹议海防折》。

尽管当时朝堂内外仍有反对“筹建海防”的声音，也有

像左宗棠等人一样主张“塞防优于海防”的洋务派众臣，

但日军侵略中国台湾后的一段时间，的确是李鸿章上奏

的最佳时机。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

日本的认知与西方列强不同，认为其并没有对自身统治

造成威胁的实力。侵台事件对清政府上下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曾经与自己同样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弹丸小国，

也能通过变法图强拥有觊觎中国台湾的海军实力，足以

让这些士大夫认识到筹建海防的必要性。而且当时日本

对中国的威胁也大多是来自海防方面，筹建海军、加强

海防更显得迫在眉睫。

正式向朝廷上奏之前，李鸿章借用多方力量运筹帷

幄，以便使自己的全力一击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接到军

机处谕旨后，李鸿章于 11月 11日（十月初九）给自己

的兄长，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翰章写了一封家书，详细阐

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信中谈到了朝廷此次“筹议海

防”的讨论，“文相为倭事气愤不过，发此正论，但恐

有唱无和，言易行难，限一月复奏，未便过迟” ,李鸿

章准确地认识到以文祥为首的中枢权力当局因日本侵

台一事的影响，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购置装甲战舰以巩固

海防。但这些中枢当局也怕无人支持他们的提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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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旨意，示意封疆大臣们上奏附和。在了解朝中动向

后，李鸿章于 12月 10日（十一月十二日）奏上《筹议

海防折》。

奏折开头，李鸿章将自己的位置摆低，首先肯定了

朝廷变法图强的决心，“仰见朝廷思患预防力图自强之

至意，钦服莫名” 。以低位者的姿态阐述接下来的观

点，既有利于朝廷方面采纳自己的建议，又不会得罪朝

廷中枢当局。放低身段后，李鸿章继续阐述“以丁日昌

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请饬彙入该衙门前奏，一并妥

筹覆奏”,顺着丁日昌早先上奏的《海洋水师章程》阐

述自己的海防建议。

李鸿章上书之前，11 月 19日（十一月十一日），

清政府收到了由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前江苏巡抚、淮

系要员丁日昌递上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丁日昌早

在 1867 年就曾提出有关“筹办海防”的建议，当时他

正担任江苏布政使，向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提出设立

“三洋水师”的设想，与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一脉相承。

《海洋水师章程》为《筹议海防折》打开了局面，也顺

理成章地为李鸿章的上奏铺平了道路。

为自己的观点做好铺垫后，李鸿章开宗名义地对海

防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

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

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事机器之

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

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对从海上入侵的

西方列强，以往注重塞防、轻视海防的做法不可再取，

有海无防的局面应该得到改善。戚其章先生在《晚清海

军兴衰史》中指出，当时各地督抚有关海防问题的讨论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海防论、塞防论、江防论、陆防

论、海防塞防并重而塞防为急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

李鸿章、丁日昌旗帜鲜明地主张海防为重，面临的主要

对立观点包括左宗棠等人所持的海塞防并重且塞防为

主论，李宗羲、王文韶等人所持的陆防为重论和英翰、

裕禄等人所持的江防为重论等。所以，在亮明自身观点

时，也需要对以上几种反对观点进行批驳，指出“水陆

关隘，不足限制”。

《筹议海防折》中强调海防的论述，暗含着李鸿章

对淮系朝臣的拉拢和与左宗棠等人的权力博弈。李鸿章

本人出自淮系，是淮系集团实际的控制者与核心人物。

淮军自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便逐渐成为清政府最为仰

仗的国防军队之一。而淮系将领的驻防地区大多集中在

沿海，因此劝说朝廷将边防经费向海防倾斜有利于淮系

成员加强自身实力，从而有利于李鸿章巩固自己的政治

资源。而整个淮系集团也在此次海防大讨论中攻守同盟，

《筹议海防折》之后，以丁日昌为代表的淮系官员对李

鸿章的上奏积极响应，递上《海防条议》等针对性极强

的建议，将朝堂上主张海防的声音扩大。综上所述，以

这篇《筹议海防折》为起点，1874-1875 年海防大筹议，

便是在李鸿章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整个淮系集团运作

影响朝廷决策的一次成功尝试。

开篇亮明自己的观点后，李鸿章批驳了之前种种扬

言变法却毫无御敌之策的洋务大臣，并进一步表达了变

法的决心。“穷则变，变则通。”借用《易经》中有关

变法的名言，李鸿章强调了自己的变法决心。但“庚申

以后，夷势駸駸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

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

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朝中部分重臣

虽然时时刻刻标榜自己要变法图强、抵御外侮，但丝毫

不考虑当下朝廷内外的现实情况，也没有中兴朝廷的具

体方案。每当有治国良策提出时，他们又以各种事由处

处掣肘。“ 臣虽愚闷，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

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於彼己长

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

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既然朝

廷想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委任合适的变法人选。李鸿章

毛遂自荐，强调人才对于变法的重要作用，称相比于朝

廷上部分空言变法的大臣，自己熟悉洋务，见闻广博，

能够担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之前的变法被庸碌无能

之辈搁浅数年，李鸿章在回顾之前变法失败历程的基础

上，顺理成章地提出自己才是真正熟悉洋务的中兴之臣，

逐渐显露出自己想要更多变法自主权的政治诉求。

李鸿章十分强调自己在洋务运动中的自主权和控

制权，但在当时自己朝中根基不深的情况下，必须在奏

折中采取一定的语言技巧来应对以顽固派为首的政敌，

这也是他的一种政治博弈手段。《筹议海防折》以“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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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海防”这一核心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进而引发了朝

廷内外各派关于此话题的唇枪舌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

筹议者，他们都是根据各自的愿望和利益来参与讨论的。

当时在京的朝廷重臣大部分都是恪守传统观念的守旧

派，在李鸿章上奏《筹议海防折》前后，他们对李鸿章、

丁日昌等洋务派所持的观点进行反驳。通政使于凌辰在

复奏中攻击“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顽固派人物王家璧趁机公报私仇，诬蔑丁日昌是“丁鬼

奴”、“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刘锡鸿也写信责问，

认为御夷并不一定要“恃乎船械” 。变法势必会引起

相关权力机构的变动，顽固派出于对各自权力的维护，

局势变化是他们不愿意触碰的红线。面对顽固派的刁难

和阻挠，李鸿章在上奏中并没有环顾左右而言他，而是

阐述这种阻碍是不可避免的，并将顽固派们的这种阻碍

巧妙地转化为之前变法进展缓慢的直接原因，借朝廷眼

下想要变法图强的心态，将针对的矛头指向顽固派，进

而使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接下来朝廷变法的主导者。

表明自身立场后，李鸿章开始对变法提出具体的建

议。针对《海防亟宜讲求武备必求实际折》中提到的简

器、造船、筹饷、练兵、用人、持久六条方案，并结合

以往洋务运动开展期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近代海防

的需要，李鸿章分别对这些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层

层推进，步步为营，将变法的进程逐渐深入。

洋务运动自开展以来，便将学习西方的重点放在

“器物”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同样是先进的武

器装备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详细列举了以“林明顿兵

枪”“阿姆斯特朗炮”为代表的列强先进枪炮，并指出

应先以购进为主，再“设局在内地仿造”。相对于人事

方面的变动，朝廷上下显然更容易接受对于购进枪炮的

措施。李鸿章将“简器”放在变法的首位，目的是取得

部分洋务派官员的支持，为自己接下来的“筹饷”、“用

人”的措施做铺垫。

李鸿章关于“造船 ”方面的建议源自于两方面的

影响。首先，傅兰雅和华蘅芳于 1874 年初合译出版的

《防海新论》在当时引起了李鸿章的关注。该书介绍了

两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海防战略，派本国兵船堵住敌

国海口，或自守本国紧要口岸。以当时清政府的海军实

力环境和综合国力，派舰队前往敌国海口作战显然不现

实，只能采取后者。其次，李鸿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了薛福成在 1875 年 5 月请山东巡抚丁宝祯代为上奏的

《应诏陈言疏》。《应诏陈言疏》中提到了有关《海防

密议十条》的内容，着重强调了“造舰”对于一支海军

的重要性。相比于“简器”，李鸿章提出的“造船”建

议显然更具有针对性。具体来说，“如直隶之大沽北塘

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

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

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

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无甚碍。”李鸿章

客观地分析了当下朝廷海防的整体布局，认为朝廷应将

防卫的重点放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以及长江流域，比较

契合中国的客观地理和政治条件，也让清政府认识到筹

建海防有利于维系自身统治，减少了措施落实的阻力。

“筹饷”、“练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条变法措施

的两个方面，“筹饷”的目的是为“练兵”作准备，“练

兵”可以获取更多的饷银，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海防筹办需要购进枪炮、舰船，耗资巨大，必须以大量

的财政投入作保障。浙江巡抚杨昌濬在自己有关筹办海

防的奏折中称：“如臣所拟三大枝，通年所需，约略计

算，非三百万不可，而购造船费，尚不在内。”而在 1

874 年的这次海防大讨论之前，清政府几乎没有用于筹

建海防的经费，各省零星的海防经费，都是靠各地督抚

自筹。例如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清政府从英法

联军手中收回大沽炮台，炮台后续的修缮经费大多从直

隶各地的兵丁粮饷和输捐中抽调。由于各地自筹的经费

数量有限，购置的炮台火器质量低劣，对海防所起的作

用十分有限，因此筹集经费便成了李鸿章经营海防的当

务之急。站在当时清政府统治者的角度，自然是希望各

地督抚们能够在提出具体措施的同时，解决经费问题。

但在各地督抚看来，此次总理衙门向各地督抚下发了

《海防亟宜讲求武备必求实际折》，他们只需要完成指

定的任务，为筹办海防提出自己的建议，对于经费如何

筹集，督抚们大多以事不关己为由空言敷衍了事。李鸿

章对财政的重要性有着明确的认知，他认为增加对海防

的财政投入，既有利于淮系将领们扩充军备、增加实力，

也能借机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他在《筹议海防折》中

提出通过暂停收复新疆来节省财政支出，认为以中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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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财力、军力，“实不及专顾西域”,况且“新疆不

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一建议无异于饮鸠止渴，

新疆一旦丢失，我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安全都将受到严

重威胁。但站在李鸿章的角度，新疆并不属于自己的势

力范围，能否收复新疆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如果能够将

朝廷用于收复新疆的这笔财政用于自己势力范围内的

海防，便可以打击左宗棠等人的政治权威，提高自己的

政治地位。

关于“练兵”，李鸿章强调训练陆军的重要性，指

出“中土陆多於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

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

时尚可拒守”,陆军训练得当，对于加强海防起着关键

的作用。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也曾尝试训练新式陆军，

但由于没有及时购进外国先进枪械，各省新军大多“以

剿内寇尚属可用” ,但“ 以御外患实未敢信” ,成果

有限。因此，李鸿章认为各省编练新军需要“添练洋器

以求制胜，而不可拘执旧制以图省费” ,只有购进国外

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李鸿章对于这

场政治博弈的核心诉求是提高自己在变法运动中的指

挥权和控制权，掌握朝廷军权与控制财政走向是最直接

有效的途径。早在创立淮军时，李鸿章就意识到控制军

权的重要性，便筹划利用此次朝廷下诏练兵的机会，增

强淮系将领实力。在当时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淮军的

战斗力名列前茅，李鸿章在奏折中提到的“各省新军”

名义上指的是清政府自洋务运动以来下令各省督抚编

练的所有新军，其实真正指代的正是自己一手创办的淮

军。李鸿章清楚朝廷一旦下令继续编练新军，最简捷的

途 径便是继续壮大淮军，便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

人脉一向是李鸿章十分看重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手

段，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认为“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 ,这些关于“用人”的建议十分中肯也

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李鸿章在奏折中重点提到了

“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两位与自己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淮系要员，尤其是丁日昌，李鸿章用

“文武兼资，素习风涛驾驶轮船操法者，实不易得耳”

来形容他。丁日昌早年科举仕途不顺，在李鸿章帐下做

幕僚，是李鸿章最为信任的淮系亲信之一。同治三年（公

元 1864 年），李鸿章将其保荐为上海道，次年又将其

保荐为两淮盐运使，在此期间，丁日昌兢兢业业地为淮

军筹饷制器，助李鸿章剿平捻军叛乱。同治六年（公元

1867年），李鸿章再次保举丁日昌为江苏巡抚，意图保

证江苏对淮军的经费供给，同时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减少

自强事业的阻力。李鸿章在此次上奏中再次向清政府举

荐丁日昌，希望丁日昌再度出山辅助自己。除此之外，

李鸿章在《议复条陈》中也向朝廷推荐起用丁日昌等人

建设海防，“若因创设铁甲兵船等项须责成大员督筹经

理，如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皆究心

此事熟悉洋情，似堪胜任。”1875 年，丁日昌在李鸿章

的支持下出任福建巡抚。他在任期间积极筹划海防，支

持李鸿章编练水师，发展自强事业。

李鸿章在奏折的最后陈述了自己对于“持久”的看

法，竭力向当权者们陈说变法不应半途而废，中国若继

续不思进取，必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江河日下的大

清国需要“ 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

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

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 ,才能实现“军

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

而为富强” ,这也是“天下臣民所祷祀求之者也”。最

后这段字字恳切的独白，既是李鸿章碌碌一生为清王朝

续命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为自己在这次政治博弈中添上

的最后一把薪火。真诚往往是最能够引起共情的手段，

在那些勾心斗角的手段面前，真诚往往能够成为最致命

的武器。李鸿章用这样一段椎心泣血的文字为自己的这

次政治博弈画上了句号，一方面表明自己为朝廷尽忠的

决心，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反对他的朝廷官员提了个醒，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华夏同胞应积极求变，任何阻碍

变革的人或事都将被历史淘汰。

结论

《筹议海防折》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一次政

治博弈尝试，其核心目的便是掌握更多的变法主导权。

所谓的政治博弈只是李鸿章攫取权力的一种途径，在取

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后，李鸿章也作出了一些促进国家近

代化的变革，但专制体制的没落已无法挽回，就像李鸿

章自己自己所说的那样，练兵、海军，都是纸糊的老虎。

如此精通政治博弈的李鸿章不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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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还是兢兢业业得完成自己

的使命。一代人做一代事，身处深渊的李鸿章无论多么

谨慎的经营，最终只能在史书上留下无奈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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